中词库 / www.zciku.com
[bookmark: _Toc1]关于地质学奠基人“章丁翁李”的综合评论
来源：网络  作者：独坐青楼  更新时间：2024-02-05
关于地质学奠基人章丁翁李的综合评论 中国近现代地质科学事业的创始人和奠基人，学界绝大多数人公认为是章鸿钊、丁文江、翁文灏和李四光。他们是中国地质科学事业创建时期的亲密战友，他们的光辉业绩都为人们所纪念和传颂。今年章、丁、翁、李四人的逝世年...
关于地质学奠基人章丁翁李的综合评论
中国近现代地质科学事业的创始人和奠基人，学界绝大多数人公认为是章鸿钊、丁文江、翁文灏和李四光。他们是中国地质科学事业创建时期的亲密战友，他们的光辉业绩都为人们所纪念和传颂。今年章、丁、翁、李四人的逝世年份恰好都是整五整十。丁文江逝世于1936年1月5日，享年49岁，今年是他逝世80周年。章鸿钊逝世于1951年9月6日，享年74岁，今年是他逝世65周年。翁文灏逝世于1971年1月27日，李四光逝世于1971年4月29日，两人都享年82岁，今年是他们逝世45周年。而且还有一点巧合的是，翁和李不仅是同年生，同年逝世，而且按他们满过81岁后一个月一个月算下来，正好都是185天（翁生日是1889年7月26日，李生日是1889年10月26日）。所以，精确到天数他们的寿命正好一样长。
19世纪后半期，清朝政府机构里还没有专设地质调查的部门，当时被派出国留学学习地质矿务的邝荣光、吴仰曾、林庆升、王宠佑等回国以后都在各地方矿政部门工作，以开发矿产资源为主要任务，所以，学术成就比较有限。
章、丁、翁、李则是20世纪初清朝末期留学国外的地质学者，他们学成归国时，正好赶上了辛亥革命和中华民国建立，在现代化进程加快的最佳历史时机，他们都成了国家级学术机构的领导者，为了中国地质和矿产事业的发展，密切协作，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推动中国地质事业在30多年间走完了发达国家地质事业100多年的历程。整个地质科学框架初具规模，不少接近了世界地质科学的前沿，个别方面甚至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以至领先水平。
由于社会发展情况的曲折、复杂，以往对丁章、丁、翁、李的成绩和功劳，以及他们之间的关系，存在若干不同的看法。这里想对若干问题作一个综合的评述。
一章、丁、翁、李的年龄和留学经历
章鸿钊生于1877年。丁文江生于1887年，比章鸿钊小10岁。翁文灏、李四光都生于1889年，比章小12岁，比丁小2岁，生于同年的李比翁小3个月。出国留学最早的是丁文江，1902年（15岁）留学日本，1904年转而留学英国，1907年入格拉斯哥大学，1911年毕业，获地质学与动物学双学士学位，同年回国，1913年从事地质工作，任工商部矿政司地质科科长等职。其次是李四光，1904年（15岁）留学日本，1907-1910年在大阪高等工业学校舶用机械科学习造船机械。1910年回国，参加了辛亥革命。1913年再留学英国，1917年获伯明翰大学地质学学士学位，1918年获该校地质学硕士学位，1920年回国任北京大学地质系教授。第三是章鸿钊，1905年（28岁）留学日本，1908年人东京帝国大学地质系，1911年毕业，获学士学位，同年回国。1912年任南京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实业部矿务司地质科科长。第四是翁文灏，1908年（19岁）留学比利时鲁汶大学地质系，1912年毕业，获博士学位，1914年回国，任农商部地质研究所讲师、教授。由上述可见，章、丁、翁、李不仅是年龄的排序，更重要的是回国从事地质工作时间的排序。
再看看他们的留学经历。出国留学时间最长的是李四光。他去了两个国家，在日本6年（1904-1910），英国7年（1913-1920），共计13年，其中在高等院校学习专业的时间是8年。在日本大阪高等工业学校3年（1907-1910），他学的是工科，打下了很好的数学、力学基础，对他以后创立地质力学理论等方面是很有帮助的。后来又到伯明翰大学5年（1913-1918）。其次是丁文江，在日本2年（1902-1904），英国7年（1904-1911），其计9年。在高等院校学习专业的时间是4年（格拉斯哥大学，19071911）。第三是章鸿钊，在日本共6年（1905-1911），在高等院校学习专业是3年（东京帝国大学，1908-1911）。最短的是翁文灏，在比利时4年，都是在高等院校学习专业（鲁汶大学，1908-1912）。从他们获得的学位来看，最高是翁文灏（博士）、其后依次是李四光（硕士）、丁文江（双学士）、章鸿钊（学士）。这样看来，他们真是各有所长，各有千秋。
人们不禁注意到，他们四人中，翁文灏出国最晚，留学时间最短，而学位却最高。仔细分析起来，是有其特殊原因的。翁留学比利时鲁汶大学作毕业论文时，勇于攻坚。比利时国境内大部是沉积岩，有两块岩浆岩体一直无人问津，翁就在导师指点下，选择其中的一块，以当时刚应用到地质科学上不久的最先进的偏光显微镜为主要手段，完成了题为《勒辛的石英玢岩之研究》一文，材料丰富，立论清晰，且为比利时地质科学填补了岩浆岩岩石学的空白，轰动了比利时地质学界。因此毕业论文不仅以最优秀成绩得以通过，而且对他这位本科毕业生直接授予了博士学位，翁因此成为我国历史上获得地质学博士的第一位学者，也是我国最年轻的地质学博士（23岁）。当然，其余三位（章、丁、李）与翁相比，留学时间较长，留学知识面较广，也是很优秀的，所以，我们应当特殊情况特殊对待，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才能得出客观公正的结论。
在以往有一些人的论述中，谈中国地质科学事业的创始人和奠基人（特别是创始人）只提章、丁、翁，把李四光忘掉了，也有人似乎认为，李四光回国从事地质科学工作的时间比农商部地质研究所毕业的十八罗汉还晚了4年。但是，我们要看到，十八罗汉虽参加工作早，但他们的学历仅仅相当于中专到大专，他们刚工作时仅具有初级职称（调查员、练习员）。而李四光虽然回国较晚但起点却很高，他有去两个国家（日本和英国）留学13年的经历，有硕士学位，已超过而立之年，并且一回来就被北京大学聘为地质系教授。他在伯明翰大学作研究生写的硕士论文就是《中国的地质》，英文有378个打字页，估计约合中文二三十万字以上。他广泛搜集、阅读、整理了当时的中国地质文献，包括早期国外学者来华所著地质工作的成果和章、丁、翁等首创的中国地质调查成果等，该论文以优异成绩获得通过，并被授予硕士学位。他在留学期间，对祖国的地质情况、研究现状，可以说是吃透了，这就为他回国以后在教学、科研等方面取得重大成就打下了基础。所以，还是应当将他与章、丁、翁并列，作为中国地质科学事业的创始人和奠基人。
章、丁、翁、李服务祖国地质科学事业的时间也不尽相同。章鸿钊年龄最大，留学回国时已34岁，1928年他51岁时，即因为健康状况和家庭原因而辞去公职，在家休养和著述。抗日战争胜利以后，他于1946年去到南京，经济部中央地质调查所特为他设了办公室，他也进行了一些研究工作，直到1951年逝世。前后加起来，他为祖国地质科学事业工作的时间有22年余。丁文江从1913年任工商部矿政司地质科科长起至1936年逝世的23年中，一直服务于祖国地质科学事业。他虽短时间干过其他事（如北票煤矿总经理、淞沪商务督办公署总办等），但总的来说，没离开过地质事业。翁文灏1913年任教于农商部地质研究所，到1932年逐渐进入政界。1935年他任行政院秘书长，就把原任的实业部地质调查所交班给了丁文江与他共同选定的继任者黄汲清，至1938年他担任了经济部长，就完全让黄继任了所长。所以，翁文灏实际服务于祖国地质事业的时间也不超过25年。李四光则大大超过前三者，从1920年应聘任北京大学地质系教授开始，直至1971年逝世，半个多世纪的时间完全在为祖国地质科学事业服务。
二章、丁、翁、李的学术成就
章鸿钊年龄大，他早年在人文社会科学（文、史、哲）和国学方面打下了深厚的根基，所以，他发挥自己的特长，在文学考据等方面有相当的优势。他早年的代表作是《石雅》，1921年出版，后经修订，于1927年再版，并纳入农商部地质调查所《地质专报乙种》之第二号。这是研究中国矿物学史的开创性著作，详细考证了古今中外矿物的名实，追述其异同沿革。另外他还根据考证、整理文献资料，编撰了《古矿录》《中国温泉辑要》等著作。他作为中国地质科学事业的早期领导人，也对地质学史倾注了很大功夫。1922年他当选为中国地质学会首任会长时发表的演说即中国研究地质学之历史。1931年出版了《十五年来中国地质研究》一书，1936年又出版了《中国地质学发展小史》。
丁文江在英国格拉斯哥大学留学时，深受在非洲探险出名的格里高利教授影响，也成了一位探险型地质学家。他刚回国时，作为中国地质科学的开创者，除培养人才外，率先垂范，作了长时期的野外地质调查（1914年春节以后到1915年春节以前，整整一年在野外考察），在地层、古生物、构造地质、矿产地质等方面都做出了很多原创性的成果，曾发表《芜湖以下扬子江下游地质报告》等著作。1933年他出席了在华盛顿召开的第16届国际地质大会，宣读了他与葛利普合著的两篇论文：《中国的二叠系及其在二叠系地层分类上的意义》及《中国的石炭系及其在密西西比系和宾夕法尼亚系地层分类上的意义》。他研究了云南的个旧锡矿、东川铜矿等矿床，也研究了滇东的早古生代地层。他研究了广西的地层和地质构造，肯定加里东运动和海西运动的存在，他命名前者为广西运动。逝世以后，他的遗著经黄汲清、尹赞勋等整理出版为《丁文江先生地质调查报告》一书。
翁文灏继丁文江之后，较长时期担任了中国地质调查所（先后属农商部、农矿部、实业部、经济部）所长，更全面地领导了整个地质科学和相关科学的发展。在他领导下先后建立了新生代研究室、地震研究室（鹫峰地震台）、土壤研究室、沁园燃料研究室，等等。
翁文灏的学术成就涉及到地质学的很多分支学科。1920年甘肃海原县（现属宁夏回族自治区）发生8.5级强地震，他率团前去调查，后来写了几篇文章，对地震地质学很有贡献，其中最重要的一篇是《中国一些地质构造对地震的影响》，曾于1922年带到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的第13届国际地质学大会上去宣读。这是中国地质学家首次出席这个国际大会，他提交的如此高水平报告引起极大关注，在这次大会上当选为国际地科联副主席（当时译为万国地质学会副会长）。1925年，他首次在中国介绍了德国魏格纳的大陆漂移学说，是活动地质学理论的早期代表。他1927年发表了《中国东部中生代以来的地壳运动与岩浆活动》，并提出了燕山运动的概念。他对中国的矿床学研究也很早，1930年发表了《中国金属矿床生成之时代》一文，提出了矿床分带学说。在能源矿产方面，他对石油和煤炭也很有研究，他直接领导建成了中国第一个工业油田玉门油田。在地史古生物学方面，他也领导了北京周口店古人类遗址研究，于1930年发表了《北京猿人学术上的意义》等文章。
李四光刚回国时任北京大学地质系教授，不仅培养了中国早期大批地质科学人才，而且在科研方面也取得了重大成就。首先，在古生物学与地层学方面，李四光通过对大量ting科化石进行研究，创立了ting科化石鉴定的10项标准，并在坐标纸上用若干曲线表示出来，既有定性概念，又有定量概念，这是很好的创新，被中外学者广泛采用。他1927年出版了专著《中国北部的ting科》。因为这项成就，1929年，在中国地质学会第六届年会上，翁文灏和葛利普建议将第二届（1927年度）葛氏奖章授予李四光，章鸿钊、丁文江、王宠佑等均热烈赞同，评委会也一致通过。由于这一成就，他的母校英国伯明翰大学1931年特授予他自然科学博士学位。
李四光在北京大学带领学生去山西大同盆地和河北太行山东麓实习时，发现若干地质现象，他认为是第四纪冰川遗迹。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他在我国南方长江中、下游庐山、黄山、九华山、天目山等地考察时，又发现类似情况，他认为庐山是中国第四纪冰川的典型地区，他发表了《关于研究长江下游冰川问题的材料》等文章。1937年写成《冰期之庐山》一书初稿，至1947年正式出版。他奠定了中国第四纪冰川学的初步基础。李四光刚提出这一观点时，曾遭到很多学者的怀疑，主要认为中国东部纬度那么低，地势那么低，似乎不大可能产生冰川作用，尤其是最近半个多世纪以来，反对的意见仿佛占了上风。但是，研究还在继续，还是要贯彻双百方针，相信真理终将是越辩越明的。
李四光早年学习造船机械，打下了很好的数学、力学基础，他后来把应用力学引入到地质学中，用力学观点研究地质构造和地壳运动规律，提出了构造型式和构造体系的概念和理论，从而创立了地质力学这一新兴的边缘学科，集中体现在1962年出版的《地质力学概论》这一经典著作中。地质力学成了当代中国五大大地构造学派之一。
李四光在中国地质实际应用领域做出了很大贡献。在他的先找油区、后圈油田的找油战略思想指导下，在很多地区发现了高产油气田。他运用构造体系理论，在指导寻找金属、非金属各类隐伏矿体、地下水，以及从事工程地质、地热地质、地震预报诸多方面研究都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由上述可见，章、丁、翁、李在我国地质科学事业很多方面都有很杰出的建树。给人们的印象，似乎章鸿钊是考据型地质学家，丁文江是实践一探险型地质学家，李四光是理论型地质学家，翁文灏则各方面都兼有一点。有人提出章丁翁李，先后有序，后来居上。也就是从工作时间和学术成就看，丁超过章、翁超过丁、李又超过翁。
三章丁翁李的深厚友谊和亲密协作
章、丁、翁的亲密友谊始于1913年。就在这一年，丁文江被任命为北洋政府工商部地质科科长。他请来了上一年在南京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实业部矿务司任地质科科长的章鸿钊，一起领导由地质科改名的地质调查所，又创办培养人才的地质研究所。也在这一年，留学比利时鲁汶大学荣获博士学位的翁文灏回国参加留学生文官考试，名列第一，被任命为农商部（工商部与农林部合并改称农商部）佥事，并到该部地质研究所任讲师，不久即升为教授。章、丁、翁三人亲密协作，共同领导两所的工作，开创了中国人自己兴办地质学事业的新纪元。
丁文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次年（1919年）以中国地质调查所所长的身份而出任欧洲战后状况考察团团员兼中国巴黎和会代表团顾问。当年5月，他得知李四光在英国留学地质的情况后，特地找到李四光，告知中国迫切需要自己培养地质人才，他说这是当务之急，希望李回国到北京大学任教。丁文江回国以后，与北京大学教授胡适一起找到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谈起学生成绩和整顿提高教学质量问题，极力推荐聘请李四光为北大地质系教授。当年秋末，在德国考察地质的李四光就收到了蔡元培的聘请电报。1920年，李四光回国到北大地质系担任教授，他与章鸿钊、丁文江、翁文灏一同肩负起领导中国地质事业的重任。
1922年，中国地质学会成立，章鸿钊任会长、翁文灏、李四光任副会长，丁文江任评议员兼编辑主任，以后他们都先后多次任过会长（理事长）、长期担任评议会（理事会）成员。李四光在北大地质系任教时，薪俸低微、生活清苦。丁文江极力推荐李四光兼任京师图书馆副馆长，李四光则把兼薪500块大洋的一半捐给馆里购置新书。后来，丁文江曾一度担任孙传芳淞沪商埠督办公署的总办，北伐军追捕孙传芳等时，涉及丁文江，丁到北京就住在李四光家中，后又居大连一段时间，重返北京（后称北平）仍住在李四光家中，简直是患难之交。1931年，李四光任北大地质系主任兼研究教授，丁文江任该系研究教授，一起亲密共事。1933年，李四光与丁西林、周仁、唐钺、傅斯年联名致函丁文江，极力劝丁应蔡元培院长之聘就任中央研究院总干事。1934年丁担任了此职，在任一年多，对该院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
1934年，李四光应邀去英国讲学。1936年1月，他将讲稿整理编辑成《中国地质学》一书，得知丁文江于当月5日在长沙湘雅医院逝世的噩耗，他就在刚完稿的该书自序中补充道：正当我的原稿整理工作将告结束时，传来了我的朋友和最尊重的同事丁文江博士不幸逝世的消息，如果我借此机会来对这位如此忠心致力于发展中国地质科学的人表示钦佩之意，或许不会是不合适的。当年李四光回国后，在中国地质学会第13届理事会议上，被选为丁文江纪念基金保管委员会委员。1937年2月，李又在该届理事会议上被选为该委员会主席。1937年七七事变后，全面抗战爆发，李四光率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人员撤出南京，经江西、湖南，最后迁往广西桂林。在湖南长沙短暂停留时，他出席了中国地质学会第14届理事会议，会后仍抽出宝贵时间，到岳麓山左家垅看了丁文江的墓地并默哀、致敬。这时距丁文江逝世将近两年。
1942年3月20日，在重庆中央大学礼堂举行了中国地质学会第18届年会暨20周年纪念会，同时，举行了第二届丁文江纪念奖金授奖典礼，该届奖金授予李四光。理事长翁文灏致词说：李先生初年兴趣多致力于革命工作，其后感觉欲强国非空言可获，乃赴英习纯粹科学。返国后即至北京大学任教授。其后感觉北方环境不佳，乃至南京就地质研究所长职，至今十数年。全份精力均在发展纯粹科学研究。地质科学在国内研究精神之提高，先生之力极大。1944年3月1日，李四光出席在重庆举行的中央研究院评议会，会后，即应邀去北碚经济部中央地质调查所讲学，并特别找到黄汲清，希望他们尽快将丁文江遗留下的地质资料整理发表。后来在黄汲清、尹赞勋等努力下，于1947年正式出版了《丁文江先生地质调查报告》一书。另据丁文江的侄子丁明远回忆，1948年他在同济大学念书，他四叔丁文渊（丁文江的四弟）是该校校长，李四光为去英国参加第18届国际地质学大会而到同济大学附属医院进行体验，并开健康证明，很受院方照顾。李在他们面前谈到丁文江时口口声声师哥、师哥（留学日本、英国的先后同学），饱含着深厚的友谊。
新中国成立后，李四光于1950年回国，先后担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中国地质工作计划指导委员会主任、地质部部长、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职，处于中国地质事业的最高领导地位。1950年11月1-8日，在北京举行的中国地质工作计划指导委员会扩大会议上，李四光曾指着丁文江的照片进行了批判。1951年，李又在《地质论评》第16卷3-6合期发表了《地质工作者在科学战线上做了些什么？》一文，对丁文江也说了类似的话，在当时的地质科学界造成一定的影响。今天，我们应当正确地对待这一事件。一方面，李四光与丁文江之间多年的深厚友谊和亲密协作是客观存在的，谁也抹杀不了；另一方面，我们对李四光也应当有着宽容、包涵和谅解的态度，将其看作在特殊政治形势下的表态，并不一定完全代表他内心的真实意愿。1951年3月，翁文灏从法国经香港回到北京。李四光在当年11月7日还特别去翁的住所看望，彼此亲切交谈，说了很多知心话。李四光晚年的两位秘书马胜云和段万倜参加中国地质学会地质学史研究会（后为地质学史专业委员会）的活动，他们都对作者说：我给李四光当秘书，一二十年朝夕相处中，从来没有听他骂过丁文江、翁文灏。这说明在平时没有政治压力的环境中，李四光内心本意还是对丁、翁友好的。马胜云的长篇文章《李四光和丁文江的友谊》发表在中国地质学会地质学史专业委员会与中国地质大学地质学史研究所合编的《地质学史论丛5》一书（地质出版社，202_年）中，用大量事实说明了李、丁之间的亲密关系。
由上述可见，研究科学史，包括科学家之间的关系，必须要有实事求是、客观公正的态度，也要将原则的严肃性和策略的灵活性辩证地统一起来，才能得出确切恰当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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